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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现实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

特约专家　张金海

国家将新闻学 、传播学与媒介研究划归人文学科范畴 ,而我却视其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研究领域 。

动态追踪研究 ,是社会科学的一大特征。在传媒研究问题上 ,我一直主张两种基本的研究取向:一

是不断追踪传媒的现实发展 ,解决传媒的现实问题;二是依据不断发展的传媒现实 ,发展与建构传媒的

基础理论 。

当 2001年中国传媒完成行政配置下的集团化之后 ,际遇了两个重大的发展背景:一是文化体制改

革 ,二是数字技术在传播领域的广泛运用。作为新时期中国传媒改革发展的第三次重大制度安排的文

化体制改革(前两次分别发生于 20世纪 70年代末和 1996年以后),与作为传播史上第三次重大技术革

命的数字技术(前两次分为印刷技术与电子技术),都可能成为中国传媒持续高速发展的重大契机 。我

们曾热切地期待过 ,并始终关注着文化体制的改革与数字技术背景下中国传媒的现实发展。

《传媒公共性与公共性传媒》一文 ,集中讨论了处于传媒 、政府 、公众主角结构关系中的传媒 ,作为独

立的社会组织 ,具有公共性 ,并以传媒事业的逐渐改革 ,建立国家传媒 。

然而 ,中国传媒的现实发展与我们的期待并不相符 ,发展速度减缓 ,发展动力不足 ,显现出重大的发

展危机。《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现实困境———兼论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的传媒体制改革》一文则将重点

检视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现实困境 ,以及政府制度供应不足 、传媒改革动力不足等深层原因 ,并就传媒

体制改革这一困扰传媒发展的核心问题 ,提出我们的思考。

《技术逻辑与制度逻辑———数字技术与媒介产业发展》一文 ,集中讨论的则是数字技术背景下中国

传媒产业发展的问题 。传播技术的发展 ,必然带来媒介形态 、传播形态以及媒介产业形态的一系列变

革 ,技术逻辑一直为媒介技术主义论者所主张 。但是 ,传播技术的采用 ,以及传播技术驱动下的媒介以

及其产业的变革路径 ,往往受着制度逻辑的限制与制约 。该论文所提出的技术与制度双重逻辑的命题 ,

为我们思考数字技术对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影响 ,也许能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私有化与商业化传媒体制下 ,传媒公共性危机常见于西方学者的忧虑 。20 世纪

80年代中期 ,欧洲广播电视领域发生的“裂变” ,公共传媒体制解体 ,向私有化与商业化转型 ,公共传媒

缺位与传媒公共性的危机全面发生 。传媒公共性问题 ,既是传媒领域重大的理论问题 ,更是世界范围传

媒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实践问题 。《传媒的公共性与公共性传媒 ———兼论媒介结构的合理建构》一文 ,也

就此表达出我们的忧思 ,并提出建构国家传媒 、公共传媒与商业传媒的合理传媒结构 ,以避免传媒公共

性结构转型的危机。


